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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
演变及阐释
石贤泽

摇 摇 内容提要:英美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镇,它们之间知识关系的演变在国际

关系学科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突出的学科发展现象主要体现在内在知识构

成模式和外在知识格局两个维度的演变上。 前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

美知识合流冶、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英美知识分立冶、冷战后的“英美知识对

话冶的演变历程。 后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知识主导的英美知识共

治冶、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美国知识霸权冶、冷战后的“英美知识相互依赖冶的

演变历程。 这样一种知识关系模式的演变既源于英美的国家外在情境的变化,也

源于英美的独特的学科知识传统和制度作用,正是内外条件的综合作用造就了不

断变化的英美知识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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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考察与反思,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日益兴盛

起来,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国别知识发展状况考察及比较研究也随之增多。 其中,
对于“英国学派冶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分析更是成为国别比较研究

中的一个热点。 但是,上述研究多半简单地接受这样一个看法:“在英美国际关

系学之间存在跨大西洋分野,这种分野将以历史为根基的英国国际关系学与较

少历史导向的美国国际关系学主流区隔开来冶淤,真正将英美国际关系学置于一

种“知识关系冶框架中进行长时段的历史梳理以及系统的比较研究的知识努力

淤 John M. Hobson and George Lawson, “What Is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冶,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7, No. 2, 2008, p. 415.



仍然较少,对于其阶段性发展特点的阐释也较为欠缺。 基于此,系统地梳理英美

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并对此进行阐释就成为本文的主要

目的。

一摇 “英美知识关系冶的基本概念界定

在阐述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演变之前,有必要简要界定论述中的基

本概念:“英美国际关系学冶和“知识关系冶。 “英美国际关系学冶主要指英国的

国际关系学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而这里所阐述的“国际关系学冶主要指“说明冶
(explain)或“理解冶(understand)淤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家间关系模式(主要是

战争、合作、均势等) 的宏大理论 ( grand theory) 或者是大的知识路径 ( ap鄄
proach),所以,中观的或者微观的理论或路径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

“知识关系冶主要指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关系学在内在知识构成上的

异同关系和外在知识力量对比上的结构关系。 具体来说,内在知识构成上的异

同关系主要表现为相似关系、相异关系或者是融合关系;外在知识力量格局上的

结构关系主要表现为知识霸权、知识分立或者知识相互依赖。
基于此,“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冶的演变具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构成模式的历史演变,即英美国际关系学的各

自内部知识状况和知识发展之间是呈现为一种知识合流模式还是呈现为一种知

识分流模式,是走向一种知识趋同还是走向一种知识分异。 如果是走向知识趋

同,它是一种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度的知识“看齐冶,还是一种双方的知识交互

作用、呈现出知识融合与对话?
第二,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格局结构的历史演变,即英美国际关系学

在国际性的学术市场竞争中,二者各自的知识地位和知识力量对比状况,主要表

现为“知识共治冶关系、“知识霸权冶关系或者“知识相互依赖冶关系。

二摇 英美国际关系学学科史的简要展开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大体呈现出三个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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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关于国际关系学中的“说明冶与“理解冶这两种知识传统的区分的详细分析可参见: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阶段:两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学、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时期的国际关系学、后冷战

时期的国际关系学。
(一)两战期间的英美国际关系学

就两战期间的英美国际关系学而言,“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成为最重要的

一对主题,正是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积极互动而不是广为谈及的现实主

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争论驱动着早期的国际理论的发展冶,淤但同时,早期的国

际关系思想家们的主要目标是要“达成国际和平而非学科知识冶。于

在帝国主义议题上,出现过多种形式的讨论:对帝国形式的批判、对帝国改

革的建议以及对殖民地管理的对策建议等,相关的代表著作有:美国政治科学家

穆恩(Parker T. Moon)的《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 A.
Hobson)的《帝国主义研究》、英国学者沃尔夫(Leonard Woolf)的《帝国与非洲的

商业》、《经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文明》等。盂

在国际主义研究方面,在两战期间的英美,主要研究自由制度国际主义,英
国的霍布森、沃尔夫、齐默恩、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韦伯斯特(C. K. Web鄄
ster),美国的肖特维尔(James T. Shotwell)、波特(Pitman B. Potter)等都是自由

国际主义的突出代表。榆 自由制度国际主义强调通过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来限

制国家主权并弱化国际无政府状态,认为“国际领域的进步不能只留给伦理,道
德进步的缺失必须用制度性机制来替代冶。虞

(二)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前的英美国际关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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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ong and Brian C. Schmidt, “ Introduction冶, in David Long and Brian C. Schmidt eds. ,
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 1.

Morton A. Kaplan, “ 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Discipline?冶,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23,
No. 3, 1961, p. 463.

Parker T. Moon,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26; J. A. Hobson, Im鄄
perialism: A Study (Third Edition), London: Unwin Hyman, 1938; Leonard Woolf, 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0; Economic Imperialism, London: Swarthmore Press,
1920; Imperialism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Hogarth Press, 1928.

相关的代表作有: J. A. Hobson, Towards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London: Allen & Unwin,
1915; Leonard Woolf,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London: Allen & Unwin, 1916; Alfred Zimmern,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Rule of Law, London: Macmillan, 1936;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鄄
tem,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3; C. K. Webster,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Theo鄄
ry and Practice, London: Allen & Unwin, 1933; James T. Shotwell,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and its Renunciation in the Pact of Pari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 1929; Pitman B.
Pott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Century Co. , 1922。

Casper Sylves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ritish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C. 1900-1930冶, Re鄄
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2, 2005, p. 268.



这一时期的英国国际关系学主要表现为“英国学派冶或“国际社会学派冶的
兴起与发展,而美国国际关系学主要表现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与革新以及其

他理论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结构主义、反思理论等的兴起与发展。
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英国国际关系学基本上是在一个具有多元特征的

“英国学派冶理论框架下实现它的代际知识发展,更多地通过代内和代际的知识

传承与分裂来实现发展,而没有出现多个理论范式。 大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英国

“国际社会学派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阶段一: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为奠基阶段,在伦敦经济学院进行研究

和教学的曼宁(Charles A. W. Manning)和怀特(Martin Wight)以各自的力量共

同推动“国际社会冶研究,由此形成了开启英国学派的合力,正如有学者总结“英
国学派的真正奠基者是曼宁和怀特,将他们联合起来的是他们对国际法以及国

际法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的专注冶淤。
阶段二:1959-1966 年,努力寻求关于国际关系的共同主张,提出了“国际社

会冶的核心问题意识。 1959 年,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成立,标志着英国学派

制度建构上的诞生。 在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推动下,英国国际关系学者

达成了一些共识:“首先,出发点并不是国际理论的界限和用途,也不是阐述对

外政策,而是外交共同体本身、国际社会、国际体系冶。于其次,“并不是一直关注

建立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的包揽一切的理论框架即一个国际政治的总体理论冶盂。
最后,“具有普遍的道德关注冶榆。

阶段三:1966-1977 年,产生了关于“国际社会冶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的主要著

作:布尔(Hedley Bull)的《无政府社会》和怀特的《国际体系》,自我确认和强化

“国际社会冶的知识主题和阐释性的研究方法。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被看做是

“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或国际关系的英国理路中的最为成熟的作品冶。虞 在关于

国际社会的历史思考上,《国际体系》开创了世界历史背景下探究国际社会的先

201 欧洲研究摇 2013 年第 3 期摇

淤

于

盂
榆
虞

Tonny Brems Knudsen, “Theory of Society or Society of Theorist? With Tim Dunne in the English
School冶,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5, No. 2, 2000, p. 197.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Preface冶,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6, p. 12.

Ibid. , p. 12.
Ibid. , p. 13.
Stanley Hoffmann, “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 Revisiting the Anarchical Society冶, in Hed鄄

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 Third Edition), New York: Pal鄄
grave, 2002, p. xxiv.



例。
阶段四:1977-1992 年,运用国际社会的知识理路,填补一些研究漏洞。 一

些开创性的人物在继续进行一些经验层面的研究,突出的有“国际社会冶“扩展冶
与“演变冶研究。 1984 年布尔和沃特森(Adam Watson)主编出版的《国际社会的

扩展》和 1992 年出版的沃特森的专著《国际社会的演进》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

成果。淤

就冷战期间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而言,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理论家族

的主导下,多个理论家族在知识辩论中推动知识的进步。 这种发展具体表现为

现实主义理论家族内部的“内斗冶以及外部理论家族的批判,“内斗冶使得现实主

义出现代际变迁,外部批判激发或者推动许多替代理论尤其是新自由制度主义

理论的发展。
总体而言,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家族的内部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段,也

出现了两个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支:二战后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诞生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受到行为主义的方法论批判;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新现实主义或者

是防御性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诞生并长时间占据支配地位。
这一期间,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族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支脉是经济相互依赖

理论(相互依赖自由主义)、民主和平理论(共和自由主义)和国际制度理论(制
度自由主义),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二战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强调描

述的实证自由主义,如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复合相互依赖理论;20 世纪 80
年代的强调解释的结构自由主义,主要代表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强调国内变

量的自由主义,主要代表是民主和平论。 上述自由主义强调“商业在生成合作

习惯中的重要性、互动在限定利益中的关键作用、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联、进步

性变迁的可能性冶。于

(三)冷战后英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冷战后时期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脉络中衍

生出新的理论分支,还发展出试图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走中间道路的

“建构主义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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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鄄
don Press, 1984;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2.

K. J. Holsti, “Scholarship in an Ear of Anxiety: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冶,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5, 1998, p. 25.



就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而言,20 世纪 90 年代末,诞生了以米尔斯海默为代

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以结构为出发点,试图重新阐述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

义以解释国际扩张的绝对重要性,这可能很难与华尔兹的更加倾向于防御的现

实主义协调起来冶。淤 同时,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试图将古典现实主义与结

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并加以体系化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发展起来。
冷战后的自由主义更多的是强调多变量解释的复合自由主义,突出的代表

是“三角和平论冶,试图将相互依赖理论、民主和平论、国际制度理论结合起来解

释国际领域中的和平问题,认为民主的扩展、全球经济联系和国际机制将会加强

和平,形成了所谓的“三角和平论冶。于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主要是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

国际关系分析中,出现了新的“建构主义冶理论家族,温特式的建构主义也成为

建构主义理论家族中的主导成员。盂

冷战后英国学派的发展延续历史,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英国学派发展的第

五和第六个阶段。 阶段五:1992-1998 年,英国学派再次创新,在面对新挑战和

其他理论创新中进行自我定位。榆 《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关于无政府状态和秩序

的重新思考》虞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愚是其理论代表。 随着英

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解体和中坚领导人物的逝世,英国学派呈现出一种总

体“方向感冶的迷茫,但新一代的英国学派学者如布赞(Barry Buzan)、利特尔

(Richard Little)等正在成长起来。
阶段六:1998 年至今,英国学派成功再生,英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由古典英

国学派转变为新英国学派或批判性的英国学派。 之所以称为新英国学派,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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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Bruce Russe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鄄
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相关理论成果参见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鄄
tion of Power Politics冶,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等。

Ole Waever, “Four Mean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Trans-Atlantic Dialogue冶, in B. A. Rob鄄
erson ed. ,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p. 85.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1, No. 3, 1992, Special Issue “Beyond Inter鄄
national Society冶; Rick Fawn and Jeremy Larkins eds. , International Society after the Cold War: Anarchy
and Order Reconsidered, London: Macmillan, 1996.

B. A. Roberson ed. ,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1998.



为:制度上,布赞于 1999 年在英国国际研究学会(BISA)上宣称对英国学派进行

制度形式上的“重新召集冶,使英国国际研究学会成为英国学派发展的新制度家

园;知识成果上,对于国际社会的研究裂变为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之争淤,
同时将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二元框架扩展为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的

三元框架;于在“历史研究方法冶上经历了一个潜在的转变,由冷战之前的强调历

史即叙述历史,只注重叙述而不大注重分析的“旧式历史研究方法冶转变为注重

“叙述解释冶盂的半社会科学式的 “新史学冶研究方法;在学科认同上,学科内省

性成为新英国学派的一个突出特征,这种自省不仅表现为对学科过去发展历史

的有意识的自我叙述,而且还表现为对过去的古典作家们的重新发掘与考察,邓
恩(Tim Dunne)的《创造国际社会:英国学派的历史》以及林克赖特(Andrew
Linklater)等人的《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当代的重新评论》榆等就是学科反思的

标志性著作。

三摇 英美国际关系学知识关系模式的演变

通过对一战结束后的英美国际关系学发展历史的简要梳理,基本可以概括

出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的演变模式,即在内部知识构成和外部知识

格局上所体现的阶段性模式。
就内部知识构成模式而言,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大致经历了两

战期间的“英美知识合流冶、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英美知识分立冶、冷战后的

“英美知识对话冶的演变过程,具体如下:
(一)1919-1939 年,英美知识合流

虽然两战期间的英美国际关系学科处于塑造阶段,没有完全成型,但自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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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观的代表作为:Robert H. Jackson, The Global Covenant: Human Con鄄
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主张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社会观的代
表作为:Nicholas J. Wheeler, Saving Stranger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布赞对于英国学派的这一知识发展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主要研究成果为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idemi Suganami, “Narrative Expla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ck to Basics冶, Millenni鄄
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7, No. 2, 2008.

See 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London: Mac鄄
millan, 1998; 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nami,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际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英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性知识成果,对于国际法、国
际组织尤其是国联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英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 因此,两
战期间的英美国际关系学更多地处于同一个知识脉络中,表现为知识上的相似

而非相异。
(二)1939-1966 年,局部相似下的潜在总体分歧

“局部相似性冶既表现为英美国际关系学关注对象具有相似性,如都关注国

际关系中的权力和道德问题,也在于它们都使用了相同的词语如“国际社会冶
等,还在于它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传统的古典主义方法。 “潜在总体分歧冶主要

表现为:美国国际关系学朝着“社会科学冶方向前进,而英国国际关系学基本上

倾向于“人文学科冶;美国国际关系学朝着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二元区分下的

“现实主义冶方向前进,而英国国际关系学试图突破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二分

法,走一条不同的知识道路,这就是重点发展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三种

传统中的“理性主义冶传统。
(三)1966 年至冷战结束,英美知识分立、平行发展

1966 年爆发的以布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与以卡普兰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之

间的争论淤正式宣告了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分流。 这场争论将英国的传

统主义与美国的行为主义或科学主义对立起来,美国知识主流走向社会科学理

论,而英国基本上在“国际社会冶框架下继续古典主义的研究路径。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与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使得英美国际关系

学之间的知识差异具有了实体理论的支撑,随后的结构现实主义在美国国际关

系学中的支配地位使得英美国际关系学分道扬镳。 美国国际关系学成为科学取

向的、重理论轻历史、重权力轻道德、重结构轻能动的实证主义理论,而英国学派

成为“融合历史与理论、道德与权力、结构与能动的国际关系叙述冶,于此后的“美
国主流国际关系学与英国学派之间的关系讲述的是一个偶发接触和多个时期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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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古典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争论的两个最为突出的文献是关于布尔和卡普兰的直接交锋,后
来这场争论还在扩展,引发了许多学者加入到这场争论中,这些争论的思想在 1969 年以《争论中的国际
政治理路》为题结集出版,具体参见 Hedley Bull, “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鄄
proach冶,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 1966; Morton Kaplan, “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冶, World Politics, Vol. 19, No. 1,1966; K. Knorr and J. N. Rosenau
eds. ,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Tim Dunne, “The English School冶, in Tim Dunne, J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 Interna鄄
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28.



乎隔绝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冶淤

(四)冷战后(大致为 1992 年以来),英美之间知识对话。 英国学派与美国

主流理论之间进行知识交流、知识对话与融合,英美国际关系学打破隔绝状态,
重新连结起来。

冷战后的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不再是一种孤立平行的知识分立

关系,而是产生了知识交叉,形成了一种知识对话。 这种知识对话不仅是理论思

想上的,而且还具有学科制度建设上的支撑。
相较于冷战前的英国学派学者,冷战后的新一代英国学派学者更愿意与美

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知识对话,推广英国学派的知识成果,扩大英国学派的知识

影响。 布赞、利特尔等人在这样的知识对话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试图将英

国学派的知识洞见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国际机制理论、建
构主义等进行知识嫁接。于 对此,沃尔兹表示“甚至不知道英国学派在英语著作

中的突出地位……布尔和怀特所从事的理论并不是为科学哲学家们所认可的理

论冶。盂 对于英国学派的建设性的批判和回应由科普兰(Dale C. Copeland)于

2003 年做出,他认为英国学派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改进———将国际社会概念限

定为自变量,然后解释国际社会这一自变量如何影响历史上的国际合作的可能

性,最后检验这一因果的重要性———而转变为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榆 美国国

际关系学中的制度主义学派对于英国学派的肯定和对话明显体现在西蒙思

(Beth A. Simmons)和马丁(Lisa L. Martin)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一文中,西
蒙思和马丁将“英国学派冶看做是关于国际制度的四种研究路径中的一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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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 Waever, “Four Mean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Trans-Atlantic Dialogue冶, in B. A. Rob鄄
erson ed. ,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p. 80.

代表性的成果有: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鄄
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冶,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3, 1993;
Richard Little, “Neoreal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 Methodological, Ont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eas鄄
sessment冶,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1, 1995; Tony Evans and Peter Wil鄄
son, “Regime Theor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arison冶, Millennium, Vol.
21, No. 3, 1992; Andrew Hurrell, “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Study of Regimes: A Reflective Ap鄄
proach冶, in Volker Rittberger ed. ,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Tim Dunn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冶,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3, 1995; Christian Reus-Smit, “ Imagining Society: Constructiv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冶,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3, 2002,等。

Fred Halliday and Justin Rosenberg, “Interview with Ken Waltz冶,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3, 1998, pp. 384-385.

Dale C. Copeland,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English School冶,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3, 2003, p. 439.



“英国学派注意到了国际制度安排的主体间性……提供了一种方式来思考规范

与制度之间的联系冶。淤

相较于美国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较长时间的对英国学派的冷漠,美国的建

构主义理论阵营对“国际社会冶概念关注较早,如美国学者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认识到:“通过布尔的研究而为美国学

者熟知的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之外的)第二个将社会结构当做自变量的研究

路径冶,于美国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认为,建构主

义理论阵营中就包含有英国学派,“英国学派并没有明确解决国家认同形成问

题,但是它确实将国际体系看做是由共享性规范所治理的社会冶。盂

在制度层面的知识交流上,美国国际研究学会(ISA)设立了英国学派分会,
美国的主流学术杂志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英国学派的知识讨论或者是运用

英国学派的分析框架进行学术研究的知识成果。
就外部知识格局而言,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结构模式基本经历了三大阶

段:两战期间的“英国主导下的英美知识共治冶、冷战期间的“美国知识霸权冶、冷
战后的美国知识霸权弱化下的“英美知识相互依赖冶,当然这种相互依赖不是完

全对称的。
两战期间,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格局主要是“英国主导下的英美知识共

治冶。 一战后,国际关系学首先在英美两国建立起来,两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处于

学科的知识贡献者的“领先冶地位,从而决定了当时的国际关系研究属于“盎格

鲁-撒克逊知识传统冶,是自由主义的,使得自由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国际

关系思想中的主导思想,而排斥了欧洲大陆的现实政治传统。 在这样一种学科

知识框架中,英美国际关系学自然成为学科的知识中心,但是,英美国际关系学

之间的知识影响和知识力量也是不对称的,英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能量更大些,
因而起着知识主导的作用。

二战后至冷战结束,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格局是不平等的,美国确立了它

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知识霸权,“过去作为国际关系学的思想、概念和阐释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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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h A. Simmons and Lisa L. Martin,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冶,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198.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1.



要来源的英国学者的著述已经下降到相对无关紧要的地位冶,淤英国学派的知识

成果更多地处于一种被漠视的状况。
冷战后的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关系突破了冷战时期的美国知识霸权

的格局,而朝着相对平等的“知识相互依赖冶结构前进,逐渐形成英美“学术共同

体成员之间在理论、思想、概念、方法和数据上的适度对称的‘生产爷和‘消费爷模
式冶,于英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在研究成果上相互承认。

事实上,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不仅在知识上相互认同和借鉴,而且更重要的

是国际关系学科的认知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把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等同

于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认识到国际关系学的多元结构;英国学派在这一多元结

构中占据“一元冶。

四摇 英美国际关系学知识关系演变的动力阐释

在阐述了英美国际关系学知识关系的历史演变之后,我们还要继续探讨这

一历史演变的原因与动力。 第一,为什么两战期间的英美国际关系学表现为知

识合流、英国占据知识共治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为什么二战后至冷战结束,英
美国际关系学发生知识分流、美国处于知识霸权地位? 第三,为什么冷战后的英

美知识关系重新转变为知识对话、知识相互依赖? 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主要有情

境分析和内在分析两种路径。
情境分析强调“学科的发展是根据学科发生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

来加以阐释和解释的冶,盂“外在情境冶是决定“学科发展冶总体方向的变量,主要

突出特定的研究主题。 内在分析则强调学科发展是特定的共同体有选择的知识

努力的结果,“内在知识条件和制度条件冶是决定“学科发展冶的具体路径选择的

变量,主要突出阐释特定主题的方法与路径。 外在关注有助于我们发现一些知

识发展趋势上的共性,而“内在关注会帮助我们解释学科发展上的不同的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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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J. Holsti, The Dividing Discipline: Hegemony an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Boston: Al鄄
len & Unwin, 1985, p. 107.

Ibid. , p. 102.
W. Lepenies and P. Weingart, “ Introduction冶, in L. Graham, L. Lepenies and P. Weingart eds. ,

Functions and Uses of Disciplinary Histories, Boston: D. Reidel, 1983, p. xvi.



差异冶。淤 因此,对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演变的阐释不仅要考虑总体的社

会情境,而且要分析在特定情境中发挥作用的特定的知识条件和制度条件等因

素。 只有在这样一种内外结合的框架下,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关系的发展演

变才能得到合乎逻辑的阐释。
(一)两战期间英国主导下的英美知识共治与知识合流的综合阐释。
英美国际关系学在两战期间表现为一种英国主导下的知识共治与知识合

流,主要是由英美两国所面临的总体国际政治情境、国际关系学科的总体结构、
英美国际关系学内部的知识禀赋、国联的推动等因素共同塑造的。

从总体的国际政治情境方面看,当时的国际关系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英美之

间的霸权接力。 老霸主英国处于衰落之中,但仍然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新
霸主美国处于崛起之中,但由于国内孤立主义传统的影响,并没有准备承担世界

责任,因此,英国这一“霸权国家的精英(不管是政治家、外交家,还是思想家、理
论家)多半比其他国家更关心、更重视国际事务冶。于 所以,英国需要更多的来自

国际关系学界的知识能量,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就具有更大的外部推动力

量。
总体的国际政治情境也极大地影响着研究者的研究议题。 一战作为一场

“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冶,激发了和平运动,使那些相信和谐、相信道德和世界舆

论的力量的一些政治家和公众处于时代的高地,这样的一种总体氛围使得两战

期间的思想主流基本上是自由国际主义。 同时,英国作为尚存的帝国,对于“帝
国的管理冶仍然是研究者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就国际关系学科的总体结构来说,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首先诞生

于英美。 诞生时期的国际关系学“与大西洋两岸的发达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

两国)的近代人文和政治思想传统相衔接,而与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哲学和政

治态度的联系相对松弛冶,盂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认为,避免未来的重大灾

难的方式就是通过改革国际体系和改革专制国家的国内结构这一自由主义路径

来实现。
就国际关系学早期的知识禀赋而言,在一战前的 20 世纪早期,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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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C. Schmidt,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冶, in Walter Carl鄄
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 16.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6 页。
同上书,第 65 页。



国际理论得到了许多思想家们的极大关注,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霍布森和诺曼

·安吉尔(Norman Angell),这些思想资源在两战期间得到极大的传播和关注,
两战期间的英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也集中于自由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集中

于国联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集中于国际法研究。
集中于自由国际主义研究的知识特性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联在学科建制

上处于初级阶段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突出推动作用。 “由于自身的工作性质,国
联不得不着手研究那些可能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不仅

涉及在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上的专业知识的运用,而且还涉及关于日常发展

的专业知识的运用。冶淤国联不仅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在两战期间的国际舞台上

发挥作用,而且为了实现和推动自身的功能实现,国联还极力推动关于国际关系

的研究,极力宣传国际主义的思想,国联和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之间形成了一种联

动共生关系。
英国在两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因为作为衰落中的霸

权国家需要更多的国际关系知识能量外,其独特的内在知识条件也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
就思想资源和知识传统而言,“分析并阻止作为国际体系核心的大国之间

的冲突的传统分析方法在两战期间的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讨论中居于支配地

位冶于,而且这种传统理路的分析主要是自由主义视角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古典

的方法即历史的、哲学的和法学的研究方法。 这样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主要

是英国的知识传统,这意味着美国的知识成果实际上是在英国的知识谱系上的,
它并不具有独立于英国思想传统的思想资源,而且,在英国具有先天思想资源优

势的情况下,美国要想在这一传统知识领域取得相对于英国的知识优势,仅凭自

己的知识人才是不够的。
就学术制度化而言,两战期间,英国成立了独立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系所,许

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研究的重镇,威尔士大学、伦敦经济学院、
牛津大学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机构。 此

时,一些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对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投入不少财力支持,其中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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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当属英国的威尔士大学的国际政治系的建立与美国的和平基金会的关系

了。 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依附于政治学,并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
(二)冷战期间的美国知识霸权下的英美知识分流的综合阐释。
二战后,英美国际关系学的各自发展无论是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理论构

成乃至在研究旨趣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分裂,国际关系学在大西洋两边完全是

以一种平行的方式在发展。 这样一种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分流和差异既基于

二战后的英美国际政治地位的变化和转换,也源于英美国际关系学内部的知识

倾向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者的知识倾向和知识选择,当然还离不开英美国际关

系学赖以发展的各自社会体系中的教育制度和国际关系学自身的制度建构。 这

样一种知识分裂还是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互动的结果,英美国际关系学

之间的知识碰撞所导致的并不是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而是

各自的知识傲慢和各执一端的知识片面发展,走向的不是知识之间的调解而是

知识之间的截然分流。
就英美两国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情境而言,英美两国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

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实践遭遇,“英美之间在国家能力和关于适当的对外

政治行为的思想上的明显差异对学术文化和知识氛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冶。淤

就二战后的英美各自所处的国际情势而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

霸权护持冶,于是如何确立、巩固和完善美国的国际霸权体系,美国所面临的是赤

裸裸的权力斗争的现实,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几乎成为一门“冷战学科冶;而在英

国,国际关系学当然并没有被看做是一门“冷战学科冶,它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

“国际社会冶上,英国国际关系学界所认定的理论核心问题就是国际社会的演进

与发展问题。
二战后英美国际关系学内部的知识传统的变化也是促成英美国际关系学知

识分流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两战期间,英美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思想传统即自

由主义之中,而二战后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主要受到欧洲大陆移民学者如

汉斯·摩根索等的影响,美国国际关系学极大地接受了欧洲大陆的国家主义思

想。 英国自由主义更多地强调“选择的哲学冶,而美国的国家主义思想更多地强

调“必然的哲学冶。 “选择的哲学注定是伦理性的,而在必然的哲学里,超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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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力量被认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冶。淤

英美之间的知识分歧是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制度援助密不可分的。 洛克菲

勒基金会资助下的“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冶和“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冶
的中心任务都是关注“国际关系理论冶问题。 “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冶并没

有实现最初的预期,反而变得“讨论散漫、不和、概念模棱两可、对根本性的概念

存在分歧、许多深入思考没有结论冶于而最终解体。 而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

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知识重点,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国际关系的“英国学

派冶。 所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英美国际关系学确立自己的知识路径,促成英美

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分流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催化剂。
面对二战后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强势地位,英国国际关系学仍然能够保持

一种知识独立地位可能还源于国际关系学在英国也是土生土长的,它具有英国

的自我知识根基,具有不同于美国的知识传统。 而且,英国的国际关系学作为一

门学科具有学科的自我知识组织,具有自我的学科制度根基。
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生成是“一个特定的环境和三个原

因的汇合冶盂的结果。 这一关键环境就是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国际关系作为

一门学科在美国的发展源于三个要素的集合:知识倾向、政治环境和制度性机

遇冶。榆 另外,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美国的全球权力地位变化所产生的知识需求成为国际关系学迅速发展的社

会条件,也成为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外在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二战后的“国际

关系学的理论议程是由美国的政策议程驱动的冶。虞

在知识倾向方面,美国知识界对“科学理性冶的信仰、社会科学化的知识浪

潮和战后欧洲移民学者所提供的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巨大

发展提供了可能条件。 科学理性的信念使得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试图使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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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科学性成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的最根本的特征。 二战

后大批欧洲大陆学者移民美国,为美国国际关系学在战后的迅速发展并处于主

导地位提供了直接的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
制度性条件主要包括三个,这三个重要的制度条件只在当时的美国存在,在

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不存在。 第一个制度性条件就是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联系。
第二个制度性条件就是财源丰富的基金会的存在,它是学界与政府的重要中介,
它将政府的政策关注与学术研究共同体联系起来。 第三个制度性条件就是美国

大学的灵活性,在大众教育市场中运作,这就赋予大学以创新的活力并且在他们

的研究活动中专业化。
在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生成过程中,存在一个几乎为绝大多数的

国际关系学科史的研究者所忽视的、但又是潜在地起着必要条件的要素,这就是

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 在很大程度上,二战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议

程是由美国的政策议程驱动的冶,如果政策议程完全控制了学科议题,那么学科

的发展就会最终走向滞后。 美国的特殊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得国际关系学的知识

共同体能够与美国政府的政策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又能保持必要的冷静的距

离。
在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生成后,国际关系学的美国中心并未消失,相

反,它还存在一个知识霸权的再生产过程,使得美国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知识霸

权得以维持,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包括:
首先,作为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地位生成的诸多条件实际上绝大部

分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成为维持美国知识霸权的动力的一部分。
另外,几个独特性的因素在继续建构和维持着美国的知识霸权,即“作为通

用语言的英语的应用、出版物和发行物的编辑选择程序、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

共同体的纯粹规模冶淤以及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标准叙述方式。 这里着重说

明的是,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大辩论冶式的叙说方式的流行实际上是将美国的国

际关系学的学科图景等同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图景,“错误地将

美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与作为一门全球性的学科的国际关系学相提并论冶,于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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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将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置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学的中心并且强化着这一

中心图景。
(三)冷战后的英美知识相互依赖下的知识对话的综合阐释。
冷战后的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对话,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政治

情境的变化即冷战的终结,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关系学的内省特性即国际关系

学科史研究的兴起,对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学视角的关注以及美国之外的国际

关系学对学术身份地位的有意识的自我追求,特别是具有较为显著的知识特色

的英国学派在全球学术市场中的流行。 冷战的急剧终结和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

的兴起以及对不同地域的知识考察之间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外在情境的变

化导致了知识的内在构成的变化,这种变化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变动的外在情

境。
就国际政治情境而言,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中发生的变动趋势正在改变

着人们的思维关注:人们的知识注意力不再仅仅关注于权力斗争,而是对建立一

个正义的世界秩序重新产生兴趣。 这就使得国际关系学所要关注的问题不仅是

权力问题,还有秩序问题,以及更高层次上的正义问题,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不能以割裂的方式进行理解,而应该通过一种统一的框架来理解国际政治中的

权力、秩序和正义的关系问题,这样一种知识关注正是英国学派的知识优势所

在。
就知识条件而言,冷战后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开放以及不同知识地域的国际

关系理论视角的交流融合,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非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的关注极大地推动了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交流对话。
冷战的急剧终结使得美国国际关系学对于自己的学科狭隘性进行反思,认

识到自我学科知识构成上的内在缺陷,最为突出的就是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

知识主导地位所导致的对于规范问题的忽视和解释力上的不足,而英国学派正

是在这一问题上具有知识优势。 所以,冷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英国学派的

知识成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不仅打破了美国国际关系学内部的知识

封闭,而且还打破了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交流上的封闭(这一封闭主要是美国国

际关系学对外部视角的冷漠),推动了不同知识地域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交流

尤其是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对话。
冷战后的英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相互依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之前英国学

派的理论成果的生成以及英国学派学者主动地与美国知识主流理论进行知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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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虽然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冷战后愿意去发现和利用其他地域的知识成果,
而且与英国国际关系学之间开展严肃认真的知识对话,更进而在知识上相互融

合,但这样一种知识交流局面要归功于冷战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发展起来的英国

学派的知识成果和极力扩大英国学派的知识影响的努力。

五摇 小结

正如现实国际关系中的“英美特殊关系冶一样,知识层面的英美国际关系学

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英美知识关系,这种知识关系经历了复杂而动态的演

变:从两战期间的英美知识共治下的知识合流演变为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美

国知识霸权下的英美知识分流,再走向冷战后时期的英美知识相互依赖下的知

识对话。 这样的历史演变背后既有英美各自的国际政治地位情境的宏观作用,
也有英美各自的学科知识传统、学科制度等内在因素的微观作用。 虽然目前的

“国际关系学的交流仍然是以美国的总体性的、理论性的国际关系杂志为中心,
实践这一特别的交流模式是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的一个重要标度冶,淤但英美

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知识对话正在更多地打破英美知识分野的鸿沟,围绕着重大

的国际政治问题的知识对话在增加,这无论是对英美国际关系学的内在知识发

展还是对于国际政治问题的理解都具有积极意义。 更重要的是,英美知识对话

所彰显的国际政治“话语冶的多样性对于丰富学科从业者的知识体系、突破狭隘

的国际关系观意义重大。

(作者简介:石贤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责任编辑:宋晓敏)

611 欧洲研究摇 2013 年第 3 期摇

淤 Peter M. Kristensen, “ Dividing Discipline: Structures of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鄄
tions冶,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4, No. 1, 2012, p. 32.


